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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定罪量刑
规则研究

夏　 伟

(中国政法大学,北京　 100088)

摘　 要:或囿于认知误区,或源于立法疏漏,刑法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法定

刑配置明显轻微。 轻刑化的立法配置,使刑事司法在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定性

时广泛援引《刑法》第 13 条但书规定出罪,在有罪判决中频繁适用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规

定,导致该罪呈现高无罪率与高非实刑率的态势。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与拐卖妇

女、儿童罪的法益具有同质性,对该罪的轻刑化立法配置,是造成定罪量刑失衡与犯罪黑

数高的重要原因。 应当对本罪的立法与司法进行理性调适:在立法上,宜对收买被拐卖的

妇女、儿童罪的法定刑进行重新配置,参照拐卖妇女、儿童罪设置三档法定刑;在司法上,
应当从严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,提高实刑率,以增强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
童罪制裁的实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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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的提出

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与拐卖妇女、儿童罪虽然属于对向犯,但无论在理论、立法还是实践

中,前者都不是刑法打击的重点。 刑法理论认为,之所以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,一方面

是由于“收买行为严重侵犯了被害妇女、儿童的人身自由与身体安全”,另一个重要原因是,收买行

为“客观上助长了拐卖妇女、儿童的犯罪活动” ①,因而成为了刑法处罚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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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处罚收买行为的重要理由是其助长了拐卖行为,因而在理论认知上,收买行为的危害性与

可罚性较之拐卖行为更低,由此逐渐形成了“以处罚拐卖行为为中心”的打击人口买卖犯罪刑事政

策逻辑。 受此影响,相对于拐卖妇女、儿童罪而言,我国刑事立法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法定

刑配置明显更加轻微,仅规定了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一档法定刑,没有规定加重情节,
其出罪空间也相对更为宽泛。

在早期的司法实践中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,情节轻微的,一般不以犯罪论处。 根据 2010 年

3 月 15 日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《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

见》第 20 条的规定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,通常只有具备严重情节的,才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
儿童罪论处,如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后,违背被收买妇女的意愿,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”“阻碍对被

收买妇女、儿童进行解救的”“非法剥夺、限制被收买妇女、儿童的人身自由,情节严重”“所收买的妇

女、儿童被解救后又再次收买,或者收买多名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的”,等等。
随着人权观念的发展,刑法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需要,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犯罪的

刑事政策也有所收紧。 其一,立法上适度扩大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的处罚范围,限缩收买

行为的出罪空间。 2015 年 8 月 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(九)》
(以下简称《刑法修正案(九)》),其第 15 条规定,“将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修改为:‘收买被

拐卖的妇女、儿童,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,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,可以从轻处罚;按照被买妇

女的意愿,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,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’”由此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

为从可以无罪转变为一律入刑。 其二,司法上加强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的处罚力度,强
调从严打击。 2015 年 9 月 16 日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维护公共安全的若

干意见》指出:“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……加大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犯罪的惩治力度,
强化对妇女、儿童的司法保护。”

然而,与拐卖妇女、儿童罪相比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法定刑配置仍然明显轻微,处罚

范围也相对较狭窄,这表明在立法上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实质上属于“轻罪”之范畴,加之长

期以来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的危害性认知不足,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收买被拐卖的妇

女、儿童罪的处罚存在漏洞。 基于该问题意识,本文将对现有的法律文书进行实证分析,以阐明在

现有的立法规定下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定性与量刑中存在的司法实践问题,进而总结出

该罪适用的司法规则,以为可预期的立法重构与司法裁判优化提供相应参考。

二、定罪影响因素的假设与分析

根据刑法理论预设,能够确定影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认定的可能因素;根据公开的法

律文书,可以形成研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实践规则的样本。 两者相结合,可以建立收买被

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定罪的逻辑回归模型,以此为基础,总结出本罪司法认定的基本规则。
(一)研究设计

1. 样本及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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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研究样本来源于“中国检察网”和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。① 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公布的裁判文书

基本都是有罪判决,极少数是无罪判决,判决书所体现的无罪判决率也并非真实的无罪率②,因此,
仅搜集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的样本并不能准确反映出本研究主题内容,即在司法过程中,哪些因素影

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的定性。 充分搜集有罪和无罪判决,是保障研究结论可靠的前提。
基于我国的司法现实,大量的无罪案件出现在审查起诉阶段,对此,可以通过检索“中国检察网”公

布的不起诉决定书确定。
首先,在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以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” “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” “收买被拐卖的

妇女、儿童罪”为关键词进行交叉检索,将其他检索条件设定为“刑事案由”“判决书”,在筛除重复、
无效的文书之后,得到 568 份判决书,均为有罪判决,但有 38 例属于定罪免刑。 其次,在“中国检察

网”以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”“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” 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”为关键词进行

交叉检索,将其他检索条件设定为“不起诉”,在筛除重复、无效的文书之后,得到 136 份不起诉决定

书。 以上法律文书将作为本研究的有效样本。
2. 变量及假设

本研究的因变量为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”,结论有两种:有罪和无罪。
模型的逻辑判断过程是,在满足特定条件下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的行为构成犯罪;在不满足特

定情况下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的行为无罪。 由于因变量属于二分类变量,因此,适合建立二元

逻辑回归模型。
根据刑法规定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是行为犯,只要有收买行为即构成本罪,因此,本罪的出

罪通常需要援引《刑法》第 13 条但书规定,即满足特定条件时,认定为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”,进而

不作为犯罪处理。③ 当然,即使适用但书规定,也应当说明何为情节显著轻微以及何为危害不大。 在

司法实践中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适用存在较多的法定或酌定情节,经过研读裁判文书,可能影

响定罪量刑的因素有:(1)自首。 自首是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,行为人自首的,可以作为影响定罪的重

要因素。 (2)坦白。 行为人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犯罪行为的情况较为常见,可能影响犯罪性质认定。
(3)不阻碍解救。 根据《刑法》第 241 条规定,行为人收买被拐卖妇女、儿童之后不阻碍解救的,可以作

为从宽处罚的情节,叠加其他影响因素,有可能被认定为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”。 (4)没有虐待行

为。 考虑到此类案件的特殊性,行为人收买妇女、儿童后没有虐待行为,或者将妇女、儿童视为家属的,
表明行为的危害性较轻,可能影响定罪。 (5)没有实际收买。 司法实践中,存在“放鸽子”行为,即行为

人一开始有收买意愿,后来反悔的,由于没有实际的收买行为,可能影响定罪。 (6)组建家庭。 收买被

拐卖的妇女,并与该妇女组建家庭的,司法机关往往将之作为定罪考虑因素。 (7)民间收养。 司法实

践中,存在民间送养与民间收养两种无罪的形态,在部分案件中,行为人在收养儿童时,虽然支付了一

定费用,但该费用被认为是营养费而非购买儿童的对价时,不影响民间收养的认定。④ 因此,如果能够

认定收买儿童行为属于民间收养,则一般也不作为犯罪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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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索日期为 2022 年 2 月 20 日。
夏伟:《基于 Logistic 回归的无罪判决生成路径的实证分析》,载《中国刑事法杂志》2018 年第 5 期,第 12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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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检察院益赫检刑检一刑不诉〔2020〕55 号不起诉决定书。



(二)定罪模型与定罪逻辑

由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在对象上存在差异,在定罪情节上也存在一

定的区别,两者共同的影响因素是前 5 个,即“自首”“坦白”“不阻碍解救”“没有虐待行为”“没有实

际收买”,不同影响因素有 2 个,分别是“组建家庭”和“民间收养”。 据此,应当建立两个模型。 为

此,对以上指标进行操作化赋值如下:
表 1　 指标定义

符号 指标名称 指标赋值

X1 自首 有= 1,无= 0

X2 坦白 有= 1,无= 0

X3 不阻碍解救 有= 1,无= 0

X4 没有虐待行为 有= 1,无= 0

X5 没有实际收买 有= 1,无= 0

X6 组建家庭 有= 1,无= 0

X7 民间收养 是= 1,否= 0

由此,得到两个模型:
模型一(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定罪模型):Y1 = a0 +a1X1 +a2X2 +a3X3 +a4X4 +a5X5 +a6X6

模型二(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定罪模型):Y2 = a0 +a1X1 +a2X2 +a3X3 +a4X4 +a5X5 +a7X7

运用 SPSS21. 0 软件,经过相关性检验、因子适应性分析,得出模型的相关运行情况如下表

所示:
表 2　 逻辑回归输出结果

模型一 模型二

X1 -0. 279 -0. 239

X2 -0. 816 -1. 053

X3 -6. 792 -3. 077

X4 -0. 806 -6. 219

X5 -0. 228 -1. 747

X6 -9. 265

X7 -0. 192

a0 13. 9 12. 1

KMO 和巴特利检验 KMO = 0. 720,P 值= 0. 000 KMO = 0. 614,P 值= 0. 000

预测准确率 83. 7% 72. 5%

从模型运行结果来看,模型一的预测准确率达到 83. 7%,模型二的预测准确率达到 72. 5%,均
超过 70%,表明模型预测的结果较好。

分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定罪模型可知,“自首” “坦白” “不阻碍解救” “没有虐待行为” “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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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实际收买”“组建家庭”6 个因素,都与定罪存在负相关关系,即满足以上条件,行为有可能被认定

为无罪。 其中,指标 X3 和 X6 的系数较大,X3 每变动 1 个单位,因变量 Y1 将变动 6. 792 个单位,X6

每变动 1 个单位,因变量 Y1 将变动 9. 265 个单位,表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认定受“不阻碍解

救”和“组建家庭”两个因素影响较大,成为司法实践中经常考虑的认定无罪的影响因素。
分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定罪模型可知,“自首” “坦白” “不阻碍解救” “没有虐待行为” “没

有实际收买”“民间收养”6 个因素,与定罪都存在负相关关系,即满足以上条件,行为可能被认定为

无罪。 其中,指标 X3 和 X4 的系数较大,X3 每变动 1 个单位,因变量 Y2 将变动 3. 077 个单位,X4 每

变动 1 个单位,因变量 Y2 将变动 6. 219 个单位,表明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受“不阻碍解救”和“没有

虐待行为”两个因素影响较大,因此,收买儿童行为无罪结论的得出经常考虑这两个因素。
综合分析两个模型的定罪影响因素,除了法定因素之外,还存在法外因素,如被收买的妇女与

行为人组建家庭,行为人对被收买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,这些因素虽然非法定,但是在个案中极大

地影响着定罪裁判。
需要说明的是,虽然《刑法修正案(九)》修改之后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在立法逻辑上

应当一律作为犯罪处理。① 但在事实上,但书的广泛援引,使得司法实践中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

罪的实际无罪率较高,约 19. 3%,出罪的主要理由是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”,但是关于何为“情节

显著轻微危害不大”,司法实践中并未达成一致意见。 同时,在个案中,酌定不起诉的适用也越来越

多。② 根据《刑法》第 37 条以及《刑事诉讼法》第 177 条第 2 款的规定,对于犯罪情节轻微,不需要判

处刑罚的,可以不起诉。 例如,宋某某涉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中,人民检察院认定:宋某的行为

“应以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,但犯罪情节轻微,具有犯罪未遂、自首、认罪认罚情节,根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十三条、第六十七条的规定,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 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,决定对宋某某不起诉”。③ 通过分析模型及相

关法律文书可知,适用但书及酌定不起诉出罪,通常情况下要叠加多个从宽处罚因素,依据单一从

宽因素进而出罪的案件极少。 由此可见,司法实践中虽然认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属于轻

罪,可以不起诉,但出罪时仍然比较谨慎。

三、量刑影响因素及其倾向分析

由于立法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仅设置了一档法定刑,同时,《刑法》第 241 条第 6 款规

定: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,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,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,可以从轻处罚;
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,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,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”。 因此,本罪量刑事实上

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。 为了研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司法全貌,尤其是审判机关在自

由裁量时是否存在某种倾向,需要对该罪的量刑规则进行具体分析。
(一)样本与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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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研究样本来源于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关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作出的有罪判决,研究

目标是判断在有罪判决中哪些因素能够影响量刑。 由于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检索的 568 份判决书,
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都作出了有罪判决,因此,该 568 份判决书即为本部分研究的有

效样本。
根据量刑的基本理论及量刑规范化的要求,本部分选取“量刑时长” “是否缓刑” “拐卖对象”

“从轻或从重”作为指标,用于评估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量刑状况。 具体指标的含义是:(1)
量刑时长,反映对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行为人量刑的轻重,分为 1-3 年有期徒刑、不满 1
年有期徒刑(包括拘役和管制)、免刑。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,基准刑的确定一般采取法定刑

中间线标准①,以此为基础,再结合从轻或从重处罚因素确定宣告刑和执行刑。 (2)是否实刑,反映

对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行为人究竟有没有判处实刑,评估司法机关对该罪行为的危害性

认知状况。 一般而言,对于法定刑 3 年以下的轻罪,如果较为普遍地判处实刑,意味着司法对此类

行为从严打击;反之,则表明司法有从宽倾向。② (3)拐卖对象,分为妇女和儿童,反映司法机关对不

同被收买对象量刑是否存在差异;(4)从轻或从重,反映司法机关对本罪中量刑情节的运用情况。
经统计,形成如下表格:

表 3　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量刑状况评估

量刑时长 是否实刑 拐卖对象 从轻或从重

1-3 年 227 是 17 妇女 375 从轻 567

不满 1 年 303 否 551 儿童 193 从重 0

免刑 38 未说明 1

(二)量刑倾向:轻刑化与非实刑化

经过对量刑状况的描述性统计,可以整体把握司法实践中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量刑

倾向,即轻刑化与非实刑化。 具体而言:
1. 轻刑化及其缘由。 从量刑时长分析,虽然《刑法》第 241 条规定,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

罪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,但从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公布的 568 份判决书来看,实际判

处的最高刑仅为 1 年有期徒刑,没有任何案例被判处大于 1 年有期徒刑,更遑论判处 3 年有期徒刑。
由此可见,1 年有期徒刑在司法实践中事实上成为了本罪量刑的上限。 上述 568 份判决书中,有 7
例被判处了管制,有 63 例被判处了拘役,有 38 例定罪免刑,其余案件在名义上都被判处了 1 年以下

有期徒刑(包含本数)。 由于管制相对于有期徒刑或拘役而言性质较轻,且一般情况下最高期限为 2
年,结合《刑法》第 41 条的规定,羁押 1 日折抵管制 2 日,为了便于计算刑期均值,参照刑法规定将

管制的刑期折半计算;由于拘役与有期徒刑的性质相似,且《刑法》第 44 条规定,羁押 1 日折抵拘役

1 日,为了便于计算刑期均值,将拘役与有期徒刑按照 1 ∶ 1 代换。 据此,可以计算出司法机关对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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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量刑的均值为 8. 3 个月有期徒刑。
结合以上分析,本罪实际判处的最高刑为 1 年有期徒刑、量刑均值约为 8. 3 个月有期徒刑。 据

此可知,司法机关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量刑有明显的轻刑化倾向。 这种倾向的形成,反
映了司法机关普遍认为收买行为的危害性较低,因此,在刑事司法政策上趋向于从宽①,甚至在个案

中,即使行为人收买妇女、儿童后又构成其他关联犯罪的,对收买行为本身的处罚也较为轻微。 例

如,钟某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强迫卖淫一案中,法院认为:钟某某“伙同他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,并
使用非法关押、殴打、恐吓等手段逼迫被收买的妇女卖淫,其行为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和强迫

卖淫罪”,据此认定,钟某某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与强迫卖淫罪,数罪并罚。 但是在量刑上,法
院对钟某某所犯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仅判处了 1 年有期徒刑。② 从案件事实来看,钟某某收买被

拐卖的妇女不是为了“传宗接代”,而是为了利用妇女卖淫赚钱,并“使用非法关押、殴打、恐吓等手

段”强迫,证明其收买行为本身性质也极为恶劣,因此,仅就收买行为本身而言,存在极大的社会危

害性,不宜认定该收买行为情节轻微而仅判处 1 年有期徒刑。 既往的司法实践中,由于普遍认为收

买行为较之拐卖行为的危害性轻微,并非重点的打击对象,因而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所实际

判处的最高刑仅 1 年有期徒刑,刑法规定的本罪最高刑 3 年有期徒刑形同虚设。
2. 非实刑化及其逻辑。 从是否判处实刑来看,仅有 17 例案件被判处了实刑,其余的案件要么被

判处了缓刑(513 例),要么定罪免刑(38 例)。 由此可见,司法实践中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非

实刑率极高,约为 97%。 如此之高的非实刑率,一个重要的原因是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中几

乎都适用了从轻处罚情节(567 例),而从个案来看,本罪裁判所考量的从轻情况,很多都是法外

因素。
表 4　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中的常见从轻处罚因素

法定情节 酌定情节 多因素叠加

自首 一般 6-10 个月 不阻碍解救 一般 1 年

坦白 一般 1 年 有悔罪表现 一般 1 年

认罪认罚 一般 1 年 基于真实收养 一般 1 年

结婚且妇女自愿

留在当地
一般 1 年

育有子女
一般 6 个

月以下

通常情况下,行为人具有

两个或两个以上从轻处罚情节,

量刑一般在 10 个月及以下,乃至免刑

首先,司法实践中对收买行为广泛适用从轻情节,全面考量法定因素与法外因素,导致本罪量

刑上明显轻微。 法定情节如收买妇女案发后“坦白”(判处 1 年有期徒刑、缓刑 1 年) ③、收买妇女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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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后“自首且坦白”(判处 10 个月有期徒刑、缓刑 1 年) ①、收买儿童案发后“坦白”(判处 1 年有期徒

刑、缓刑 1 年 6 个月);酌定情节如收买儿童案发后“认罪态度较好,有悔罪表现” (判处 1 年有期徒

刑、缓刑 1 年) ②、收买精神障碍妇女案发后“不阻碍解救、认罪认罚” (判处 1 年有期徒刑、缓刑 2
年)。③ 事实上,即使没有从轻处罚情节,法院在判决时也可能从轻处罚。 例如,关于王某某收买被

拐卖的妇女、强奸一案,基本案情是:2014 年 7 月 18 日,王某某经他人介绍,从几名妇女手中以人民

币 28000 元购买了一自称杜某某(国籍不明)的女子。 当晚,王某某以暴力手段强行与杜某某发生

性关系。 就此事实,法院认定王某某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与强奸罪。 就收买被拐卖的妇女行

为而言,法院在没有采纳任何从轻处罚情节的前提下,仅判处了王某某有期徒刑 8 个月。④ 《刑法》
第 241 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,对没有从轻处罚

情节的案件,按照量刑的中间线标准⑤,基准刑宜确定为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。 更何况,本案中王某

某又涉嫌强奸罪,与类案相比,性质更为恶劣,理应从重而非从轻处罚。 以上判决表明,对犯收买被

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行为人,即使没有从轻处罚情节,法院也可能运用自由裁量权实现对个案事

实上的从轻处罚。
其次,大量法外因素被作为对收买人从宽处罚的依据。 例如,“基于真实收养而引起”的收买行

为⑥“没有虐待被拐卖儿童,且以收养为目的” ⑦“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且生育了小孩,妇女自愿留

在当地共同生活” ⑧,等等。 由此可见,法外伦理因素的影响渗透是导致此类案件处罚明显轻微的另

一重要原因。
最后,多因素累加,是司法裁判对收买行为进一步从宽处罚的关键原因。 从相关判决书分析,

行为人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从轻处罚情节,则法院对其实际判处的刑罚通常低于 1 年有期徒刑。
例如,行为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,与之“共同生活并生儿育女,没有对被害人有打、骂、体罚、虐待等

违法行为,各被害人亦均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当地生活”。 因此,对行为人定罪免刑。⑨ 又如,行为人

收买被拐卖的儿童,“坦白且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,不阻碍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解救”。 因此,对
行为人仅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,缓刑 1 年。􀃊􀁉􀁒

基于以上分析,司法实践中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量刑存在明显倾向,即轻刑化与非

实刑化。 这种刑罚轻缓化的背后,正是长期以来偏重打击拐卖行为而忽略对收买行为规制的刑事

政策之体现。 由此,司法机关广泛适用从轻处罚情节,尤其是将法外因素普遍作为从轻处罚依据。
从现实来看,非实刑化与从轻处罚情节的大规模运用,有放纵违法犯罪的法治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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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研究结论及对立法、司法的反思

(一)研究结论

基于以上实证研究,可以得出如下结论:
第一,在定罪规则方面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定罪影响因素有所不

同,“不阻碍解救”和“组建家庭”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认定影响较大,“不阻碍解救”和“没有虐待

行为”对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影响较大。 司法实践中,《刑法》第 13 条但书成为主要的出罪理由,即
满足特定条件的,可以认定为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”,进而出罪。 除了但书之外,部分案件依据

《刑法》第 37 条及《刑事诉讼法》第 177 条第 2 款的规定酌定不起诉。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

的无罪率约为 19. 3%,明显高于所有案件无罪率的均值(约 12%),且都发生在审查起诉阶段。 这也

表明,案件一旦进入到审判阶段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将难以出罪。
第二,在量刑规则方面,轻刑化与非实刑化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两大基本特征。 之

所以轻刑化,一方面是受立法配置影响,另一方面是由于司法实践中倾向性认为收买行为的危害性

与可罚性较低,这导致本罪法定刑名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,实际量刑最高仅 1 年有期徒刑;之所以非

实刑化,是因为本罪量刑中大规模适用从宽处罚情节,且只要有从宽处罚情节,几乎必然适用缓刑

或定罪免刑。
综上所述,司法实践中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定罪与量刑都较为宽松,从宽处罚是本

罪刑事司法政策的主要倾向。
(二)反思

1. 以良法之治提高刑法的科学性

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实证研究,不仅是为了反思司法问题,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

立法问题。 科学的法需形式完备、实质良善,“法律的形体虽完备,而其实质若不善良……其逞荼毒

之害”。① 现行《刑法》对拐卖与收买行为采取“一重一轻”的刑事立法政策,体现了立法对拐卖行为

打击的针对性与对收买行为打击的附带性,在特定时期具有积极意义。 随着收买行为的危害性显

现,刑事立法对此类行为不能仅采取附带打击的策略,而应当重新配置刑罚及对应情节,优化罪刑

结构。
刑法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的规制,经历了从非犯罪到犯罪化的发展历程。 1979 年

《刑法》只规定了拐卖人口罪,并没有规定收买行为构成相关犯罪,换言之,此时的收买行为尚未被

犯罪化。 1997 年《刑法》通过后,“考虑到拐卖男子属于罕见的情况,况且直接规定拐卖妇女、儿童

罪具有惩治的针对性,有助于提高立法的威慑力” ②,故将拐卖人口罪修改为拐卖妇女、儿童罪。 而

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,直到 1991 年 9 月 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关于严惩拐卖、绑架妇

女、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》第 3 条中才首次予以犯罪化。 立法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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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化,当然有严密刑事法网之考量,而对于收买行为处罚较轻,则与当时的立法认知密切相关。 立

法者认为,之所以处罚收买行为,是因为“伴随着拐卖、绑架妇女、儿童犯罪的出现,一些地区由于法

治观念淡薄,收买被拐卖、绑架的妇女、儿童的情况比较突出,为拐卖妇女、儿童提供了市场”。① “法

治观念淡薄”与“为拐卖妇女、儿童提供了市场”是立法理由所表达的两个关键词:由于本罪是法制

观念淡薄所致,因而对行为人的处罚不能过于严厉;又由于收买行为的危害性主要是为拐卖行为提

供市场,因而在处罚上应当较之拐卖行为轻微,处罚收买行为不过是打击拐卖行为的附带结果。 以

上立法认知,与早期立法仅打击拐卖而不打击收买行为的刑事政策立场,以及当时背景下我国的现

实因素有关。 受此影响,刑法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设定为轻罪,并配置了明显轻于拐卖妇

女、儿童罪的法定刑,由此形成了拐卖妇女、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“一重一轻”的立法

格局。
然而,立足于良法之治的立场,刑法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立法规定总体较为粗糙,对

本罪的法益侵害性欠缺充分认知,法定刑配置偏轻,亦未能结合关联情节设置科学的刑罚梯度,因
此,1997 年《刑法》将收买行为犯罪化虽然严密了刑事法网,但是其具体规则仍然存在优化空间。

首先,收买行为与拐卖行为的法益侵害具有同质性。 基于法益保护主义,犯罪的本质是行为侵

害或威胁法益,刑罚的配置应当与行为的法益侵害性相当。② 因此,立法的基本立场应当着眼于被

害人,而不是行为人,行为对被害人的法益侵害严重时,法定刑配置要重;反之,行为对被害人的法

益侵害轻微时,则相应法定刑配置要轻。 虽然刑罚配置的整体趋势是去重刑化③,但在个罪中仍然

存在刑罚配置过于轻微的问题,有必要适度提升。 有关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,刑法理论认为,
本罪的法益是被害妇女、儿童的人身自由、人格尊严,与拐卖妇女、儿童罪同质。 既然如此,收买被

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在法定刑配置逻辑上应当与拐卖妇女、儿童罪形成基本呼应。 拐卖妇女、儿童

罪的法定刑有三档,第一档为“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”,第二档即情节严重的为“十

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,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”,第三档即情节特别严重的为“死刑,并处

没收财产”。 据此,即使认为收买行为较之拐卖行为轻微,可以在法定刑设置上轻一些,但是基于法

益的同质性,以及两罪对向犯的特征,也宜参酌拐卖行为设置三档法定刑。
科学的刑事立法必须基于中国现实,基于此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应当是重罪而不是轻

罪。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,刑罚应当与犯罪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性相匹配,这是着眼于被拐卖的妇女、
儿童的法益保护所作出的理论预判。 刑事立法必须经由中国话语凝练,立足于中国现实,如此才能

体现其本土科学性。④ 我国之所以对拐卖人口犯罪深恶痛绝,不仅在于其行为侵害了妇女、儿童的

合法权益,更大的原因在于“血浓于水”的亲情关系,“为人父母天下至善,为人子女天下大孝”的观

念根植于国人内心,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。 对拐卖及收买行为,不能仅视为对妇女、儿
童的侵害,而应当延伸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亲情关系中,视为对亲属合法权益的侵害,立法只有将此

841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2022 年第 2 期

①

②
③
④

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、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,
第 494 页。

彭文华:《刑罚的分配正义与刑罚制度体系化》,载《中外法学》2021 年第 5 期,第 1318-1320 页。
何群、储槐植:《论我国刑罚配置的优化》,载《政法论丛》2018 年第 3 期,第 133-134 页。
刘艳红:《以科学立法促进刑法话语体系发展》,载《学术月刊》2019 年第 4 期,第 94 页。



考虑进来,才能在中国刑法话语中寻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。 例如,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行为,
有的收买者是基于真实收养目的,事实上也将被拐卖的儿童从“人贩子”手中买下,这样看来,收买

行为似乎对儿童而言有时是有益的,是一种解救行为。 然而,收买妇女、儿童背后存在深层次的侵

害,尤其表现为对妇女、儿童亲属的侵害,无数寻亲者的经历表明,儿童、妇女被拐卖被收买,对亲属

的伤害无疑更大,而这一点收买者明知。 因此,此类犯罪的真正的被害人不仅限于被拐卖、被收买

者,还应该包括其亲属的情感法益,这正是其特殊性之所在。 如果仅考虑对被害人法益侵害本身,
而不考虑对亲属的实质侵害,就不可能充分认识到收买行为的危害性。 更何况,被收买的妇女往往

沦为“生育工具”,被收买的儿童常常成为“传宗接代工具”,而这种侵害在妇女、儿童被收买后长期

持续存在。
其次,现行立法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刑罚配置的轻缓化,事实上造成了处罚的不合理。

一方面,由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被立法设置为轻罪,对应的刑罚是“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役或者管制”,同时还特别规定了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,这导致了两个结果:一是缓刑的大量适

用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,我国历年的总体缓刑适用率约为 30%。 而缓刑适用的实质要件即

无再犯危险,由于欠缺可操作性,事实上主要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。① 在此情况下,缓刑是否适

用,受司法实践中对犯罪本身的认知影响很大。 根据《刑法》第 72 条的规定,对被判处拘役、三年以

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,可以适用缓刑。 据此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完全符合缓刑的前提条

件,由此,立法传递的信号是,该罪属于轻罪,可以较为普遍地适用缓刑。 结合司法实践中行为人认

罪认罚、悔罪率极高的现实情况,本罪的真实缓刑率超过 90%。 二是无罪率偏高。 实证分析表明,
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,虽然审判阶段并无无罪判决,但在审判之前的审查起诉阶段存

在大量的不起诉文书,综合无罪率达到 19. 3%,远超无罪率均值 12%左右。 除此之外,司法实践中

还存在大量由于经过 5 年追诉时效而不追诉,以及由于受害人与行为人组成了长期稳定的家庭关

系而没有进入刑事程序的案件。 例如,有关被拐卖妇女起诉离婚的案件,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可以检

索到 17 例不予离婚的判决。② 判决不予离婚,意味着案件只被视为民事纠纷,自然在事实上也没有

作为犯罪处理。 此类案件,应当属于事实上没有作为犯罪处理,应当计入到真实的无罪率之中。 因

此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的真实无罪率可能更高。 另一方面,此类犯罪存在大量的犯罪黑

数。 收买与拐卖是对向行为,因此,从拐卖妇女、儿童罪的案发数量及行为人供述,可以初步确认收

买犯罪的大致数量。 以“拐卖妇女罪” “拐卖儿童罪” “拐卖妇女、儿童罪”为关键词在“中国裁判文

书网”进行交叉检索,将其他检索条件设定为“刑事案由”“判决书”,在筛除重复、无效的文书之后,
得到 3210 份有效判决书。③ 对以上判决书涉及到的拐卖情节进行逐个分析,统计出被贩卖的妇女、
儿童数量合计为 19117 名,由此可得出的初步结论是,一定有 19117 个涉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

的犯罪事实存在。 然而,已公布的判决书中关于收买行为只有 568 个有罪判决,与拐卖妇女、儿童罪

判决书所呈现的情况相差约 32. 7 倍,如此巨大的差距,除了由于经过追诉时效而不追诉以及在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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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诉阶段做出不起诉决定的之外,无疑是犯罪黑数大量存在所致。
最后,收买行为还隐藏了许多其他的犯罪行为,刑法对作为源头行为的收买行为应当从严从重

打击。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,是很多其他犯罪的源头。 比如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,可能引发

强奸罪、强迫卖淫罪、强制猥亵、侮辱妇女罪等;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,可能引发故意伤害罪、组织残

疾人、儿童乞讨罪等。 这些犯罪的源头正是收买行为,从源头治理以及打击核心犯罪的角度分析,
应当对收买行为从严从重打击。 而立法上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轻刑化配置,可能在一定

程度上放纵了犯罪。 例如,收买被拐卖的妇女之后,极有可能触犯强奸罪、强制猥亵、侮辱妇女罪、
强迫卖淫罪等犯罪,然而,在实践中,被认定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之后,又被认定为其他关联犯罪

进而数罪并罚的却只有 6 例,而没有被追究强奸罪等关联犯罪的行为人,往往是因为被收买的妇女

与行为人已经组建家庭。 再如,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常常伴随着虐待、故意伤害等行为,同样存在几

乎不处罚关联犯罪的问题。 面对这种情况,有学者提出,应当“上调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法定最

低刑,新增加重的犯罪构成”。① 预防犯罪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功能,所谓预防性立法应当回溯至犯罪

的源头,对源头犯罪从严打击。 在此意义上说,提升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法定刑,使之成为

重罪是必要的。
综上分析,无论是从立法逻辑还是保护法益抑或源头治理的角度分析,刑法都应当重新配置、

适度提升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法定刑。 既然收买与拐卖是对向犯、两种行为侵害的法益具

有同质性以及两种行为都属于实质意义上的“上游犯罪”,因此,两种犯罪的法定刑配置应当相似。
考虑到收买行为较之拐卖行为的危害性较轻,可以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法定刑重设如

下: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;情节严重的,处三年以上十年

以下有期徒刑;情节特别严重的,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。
此处的“情节严重”与“情节特别严重”,可以参照拐卖妇女、儿童罪,根据实践中高发的关联犯

罪行为予以类型化,如收买妇女后有强制猥亵、侮辱或者奸淫行为的、收买儿童后有虐待、故意伤害

等行为的。 按照以上逻辑设置三档法定刑,维持了本罪的基准刑为“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

管制”,同时参照拐卖行为并兼顾实践状况规定加重情节,整体上实现了刑罚配置的科学化。
2. 以严格司法释放刑罚的有效性

无罪率高与非实刑率高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两大司法倾向,其中也暗示了本罪在刑

事司法方面的问题。 2015 年 9 月 16 日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维护公共安

全的若干意见》提出要从严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犯罪,但是从本罪高无罪率和高非实刑率

的司法现实来看,从宽显然更加契合刑事司法政策逻辑。 这也印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,即我国事实

上形成了“以处罚拐卖行为中心”的打击人口买卖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,对收买行为的打击力度偏

轻,司法矛盾由此凸显。
一方面,刑法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几乎没有实质威慑力。 虽然《刑法》规定,犯收买

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,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,但事实上,只要收买者与被拐卖的妇

女组成家庭、生育子女,对被拐卖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,一般都适用缓刑,叠加认罪认罚、被害妇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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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愿留在当地等因素的,甚至可以免除处罚。 刑法的威慑性首先来源于刑罚,当刑罚不再被严格执

行时,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将极大受阻。①

从司法逻辑分析,本罪之所以存在高无罪率和高非实刑率现象,固然源于立法将本罪设置为

轻罪,但在另一个层面,司法上过多考虑法外因素,是产生以上现象的重要原因。 在有些案件中,
当收买行为完成后,又实施其他犯罪的,明显能够表明收买行为情节恶劣,却仍然仅对行为人判

处 1 年以下有期徒刑,对本不应当从轻处罚的行为人事实上从轻处罚,体现了司法上的认知误

区,即不区分情形,一律认为收买行为属于轻罪,应当判处较为轻微的刑罚,这与量刑的一般规则

相抵牾。
根据 2021 年 6 月 16 日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(试

行)》的规定,量刑的首要原则是“以事实为根据,以法律为准绳,根据犯罪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对于

社会的危害程度,决定判处的刑罚”,在“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”第 17 条规定:“对于犯罪对象为未成

年人、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孕妇等弱势人员的,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、犯罪的严重程度等情况,可以增加

基准刑的 20%以下”。 妇女和儿童,当然属于刑法中的弱势群体,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行为,
原则上应当从重,或者即使不从重至少也应当采取中间线标准。 在不考虑其他情节的情况下,本罪

将基准刑至少确定为 1 年 6 个月有期徒刑,再根据“同向相加、逆向相减”的量刑规则,对犯收买被

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又对该妇女或儿童实施其他犯罪的行为人,应当认定为性质恶劣或情节严重,
进而从重处罚,如此才符合量刑规范化的基本要求。

另一方面,司法上对关联犯罪行为打击不力。 前文表明,对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的行

为人,司法机关大多仅判行为人构成一罪,而很少数罪并罚,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前的刑事

司法倾向,即很少处罚收买者实施的关联犯罪。 与之相对,拐卖妇女、儿童的行为人经常一并被判

处强奸罪、强迫卖淫罪或故意伤害罪等犯罪。 这种现象与其说是收买者很少犯关联犯罪,毋宁说是

由于收买者与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组建了家庭,司法权不愿意干涉“家庭内部纠纷”的错误观念使

然。 例如,行为人如果收买的是精神病妇女,由于精神病妇女欠缺性的自我防御能力,则与该妇女

发生性行为的,应当构成强奸罪。 但是司法实践中,行为人与精神病妇女组建家庭并生育子女的,
要么仅认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②,要么没有作为犯罪处理③,没有任何一例因此被判强奸罪。 司法

上的这种认知错误,导致了司法的不作为,有放纵违法犯罪之嫌疑。
法是“一种强制秩序”,有效的法应当对违反法秩序施加必要的强制制裁,“不附制裁的法律义

务”或者制裁的强度与行为对法秩序的侵害程度不对应,都可能耗损、削弱强制规范的效力。④ 刑罚

是对犯罪附加的刑事制裁,面对收买被拐卖、妇女儿童罪轻缓化与非实刑化的整体态势,司法实践

中应当加大对收买行为及关联犯罪的打击力度,提高本罪的实刑率,以强化刑罚对此类行为制裁的

实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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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

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不是单纯法律问题,伦理因素、社会因素乃至经济因素都极大影响着

行为人的决策行动。 行为人收买妇女、儿童,也许基于“成婚需求”,或许为了“传宗接代”,或许还有

更深层次的“生存决策”。① 然而,当一个群体的利益获取以牺牲他人权益为代价时,这样的利益维

护将从根本上丧失意义。 因为人类共存的前提是实现自我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②,并适

度忍受来自他人的冒犯,为彼此留下必要生存空间,而不是相反。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侵害

了人之为人最核心的法益即人性尊严,当刑事立法将该罪设定为轻罪,同时刑事司法对该罪全面从

宽之时,刑法对此类行为的威慑力将被实质削弱。 J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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